
利益威胁、文化排斥与受挫怨恨
*

———新“土客”关系下的移民排斥

李 煜

内容提要 新城市化下外来移民大量聚集于大都市，引发新“土客”矛盾。本文借鉴西方移民态度理论，
以上海随机调查样本分析了城市居民的移民态度状况、群体差异和成因。结果发现，基于文化认同的排斥稳
健而强烈，但以客观社会经济结构壁垒测量的现实利益威胁假说未得到验证。分析表明，过去和未来的利益
和状况的主观判断成为影响本地居民移民态度的关键:对于新移民一代( 有或无本地户籍) ，移民排斥主要源

于其对未来生活状况的预期，而本地人的排斥受到其过去改革进程中利益受损评估的影响。文章据此提出本
地人移民态度形成的“受挫怨恨”假说，在时间维度上进一步拓展了“悲观预期”假设，并呼吁加强对本地居民
的移民接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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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在中国的大规模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大

量地从农村和中小城镇流向大城市，城市间的流

动也成为地域流动的常态，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面临巨大的移民压力。据 2016 年国家卫生计生
委流动人口司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5 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 2． 47 亿人，占总人
口的 18%。其中，中心城市吸收的跨省流动人口
过半，流向中心城市的跨省流动人口占全国跨省

流动人口的比例为 54． 9%。同时，家庭化流动趋

势加强、流动家庭规模有所扩大。报告预测，未来
一二十年，人口将继续向沿江、沿海、沿主要交通
线地区聚集，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将继续增

长。
大量聚集的外来移民不但给流入地基于户籍

的社会管理和公共资源配置带来了巨大挑战，也

引发了本地户籍人口与外来非户籍人口之间的新

“土客”之争①，这在超大和特大城市尤为明显。
长期以来户籍管理体制所积淀形成的福利壁垒，

造成大都市与移民流出地之间在社会经济水平、
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和保障等方面差距较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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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户籍人口一方面依赖于外来移民所提供的经济

发展和生活便利，但又因大都市本身资源承载能

力不足和文化因素对移民怀有排斥心态，新生代

移民的家庭化流动趋势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土
客”矛盾。为避免成为“福利洼地”、缓解“土客”
矛盾，超大和特大城市政府多以积分制度来分配

社会资源和控制城市规模，有条件地为外来移民

提供部分市民权益乃至最终的户籍准入。但这一
政策并未能从根本上化解矛盾，从异地高考、义务
教育阶段入学、福利住房分配、医疗资源配置等各
方面，都存在不少的争议甚至时有抗争出现。尤
其在当前超大和特大城市控制人口总量的背景

下，“土客”矛盾面临继续累积、发酵的可能。

学界对外来人口或者城市化中移民的研究汗

牛充栋，大多在两个方面展开并取得相当深入而

丰硕的研究成果。一是从人口流动与户籍管理制
度之间的矛盾入手，以维护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

公共服务以及其他各项公民权利为目标，分析现

有体制弊端、探索改革路径、提出模式创新方案及
未来发展走向，推进城市人口管理体制改革，促进

新型城市化建设下公民权利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

协调( 如陆益龙，2006; 彭希哲、郭秀云，2007; 傅崇
辉，2008; 郑梓桢、宋健，2012 等) 。另外一大类研
究是围绕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适应、融入和
认同展开，讨论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个体、社
会和制度因素。在强调户籍的制度排斥作用之
外，学者们认为外来人口客观社会经济状况、个人
的社会网络和社会交往，以及当地社会歧视与社

区参与开放程度都对移民的经济融合、文化融入、

行为适应和身份认同等社会融合的各方面均有重

要作用( 如任远、邬民乐，2006; 王春光，2001; 杨菊
华，2009; 张文宏、雷开春，2008; 李培林，1996) 。
多年以来，大量研究似乎已经形成这样的共

识: 解决当前流动人口问题的关键在于两个方面:

一是改革不适应人口流动的城市户籍人口管理体

制，二是促进外来人口适应、认同、融入于当地社
会主流群体中去。但我们应该看到，阻碍国家外
来人口政策和户籍制度调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城市承载能力和资源的约束，也有现有体制

本身的惯性和惰性，也应该看到有地方政府维护

当地居民既得利益和民意诉求的考虑。在户籍人
口既得利益和社会情绪之下，出于社会稳定的考

量，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不得不非常谨慎( 张展新，

2007; 李若建，2001) 。所以，流动人口融入问题的
行动主体不仅仅是国家和流动人口本身，还直接

与本地市民的态度有关。但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
的态度、价值观念和政策偏好长期以来为学者们
忽视，从城市居民切入的观察视角对于解决“土
客”矛盾同样不可或缺( 刘林平，2008; 王嘉顺，
2010) 。现有研究多从外来人口自身的角度和推
进户籍制度改革出发，而对本地居民的态度研究

相对匮乏。

因此，为进一步推进当前本领域研究，我们不

仅需要推进制度创新和相关政策分析，不仅要从

移民的角度讨论融入，还需要加强对本地居民的

态度研究，讨论如何让本地居民对移民有一个更

加开放、包容、接纳的态度。只有整合政策设计、

移民融入和市民接纳三方面研究，补上接纳研究

这一短板，新城市化下的土客矛盾才能得以真正

理解和化解。本文拟在借鉴西方相关移民态度理
论的基础上，以特大城市上海的实证调查资料，分

析城市居民对移民态度的差异及其原因。

移民态度研究:经济威胁与文化排斥

作为民族大熔炉的美国，移民问题一直为美

国学术界所重视。欧洲一体化后，欧盟内部跨国
移民的迅速增加，也带来一波研究热潮。研究既
包括移民的人员特征、动因和社会融入，也包括移
民态度研究。移民态度研究的内容是当地人( 包
括本地区或本国公民) 对移民及其文化持排斥还

是包容的态度、人群间的态度分化和差异怎样，以
及差异的成因。具体又区分为互为关联的两个核
心议题: 当地民众对移民( 包括非法移民) 和移民

政策的态度( ATII: attitudes toward immigrants and
immigration) 。因民众的移民态度对当地的选举、
政策制定和立法有深刻影响，又与种族、民族、贫
困和不平等等议题交错纠结，所以不但为政治学、

社会学、人口学、心理学等多学科所重视，也是政
府、社会和学界三方广泛而持久关注的明星话题
之一。

从趋势上看，欧美民众在二战后曾经对移民

持较为开放、接纳的态度，到上世纪 70 年代之后，

社会对移民的态度逐渐趋于保守。近年来，随着
欧盟一体化和全球化，在跨国移民数量迅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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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民众对移民的排斥心理日益强烈。最近
德国的难民危机和美国特朗普的新移民政策都在

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德美国民的排外情绪。

虽然西方学者的研究大多是针对国际移民的

态度展开，但其基本原理仍然对我们国内移民的

研究有很多启示。而且跨国移民与我们国内跨省
移民虽有很多不同之处，也有一些相似、可类比之
处。如在可流动性上，因为《申根协定》取消了签
证限制，欧盟内实现了跨国的自由流动。再如美
国大量非法移民的事实存在，都使得边境控制这

一原本最重要的移民限制措施受到了侵蚀，国际

移民的流动比以往更为自由、难以控制。从制度
背景角度上看，各国拥有自己独立的财政体制，而

我国地方财政“包干制”和“分税制”下中国式的
财政联邦主义，事实上也形成了地方政府只对辖

区户籍居民福利负全责的格局。比较国内国际移
民，另外一个最大的不同在于，国际移民往往与当

地居民之间有种族、民族、宗教、语言的差异，我国
国内移民在民族、宗教隔阂并不突出，但在生活习
惯、方言等角度仍然可以辨别出群体差异。国内
国际移民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大体都是经济落

后向发达地区移民，移民主体是从事体力劳务等

较低社会地位的工作。
在西方移民态度研究中，核心要回答的问题

是，什么样的人会更排斥、歧视外来移民。学者们
做了大量的工作，从各个角度来回应这一问题。

其中最主要的两种解释路径分别是: 基于利益竞

争的威胁论和基于文化认同的排斥论。
1．利益威胁论
利益威胁论的核心是，社会个体及所属群体

基于自利的原则，因为对移民所带来的现实的、假
想的或者预期的资源和利益的损失或威胁，而对

移民产生排斥的情绪和态度。利益威胁论主要指
物质上、经济上的利益: 假设人的利益计算和自利
导向是构成移民态度的基石，并以此解释不同人

口学属性或社会群体在移民态度上的不同。

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假说是“劳动力市场竞
争假说”。认为当移民主要从事低端工作，会争
夺低教育、低技能本地人的工作、降低低端工作的
薪水，所以处于低端劳动力市场、职业稳定性差的
本地人会排斥移民; 而本地高端劳动力因低端商

业、服务业和商品劳动力成本降低而获益，所以对

移民持更为开放的态度 ( Scheve ＆ Slaughter，
2001) 。这一假说也得到了很多研究者以及跨国
研究的支持( Citrin and Green，1990; Espenshade
and Calhoun，1993; Ceobanu and Escandell，2010) ，

认为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是决定移民态度“关键而
稳定”的因素( Mayda，2005: 526 ) 。但这一假说过
于浓厚的经济学色彩也招致广泛批评，如 Hain-
mueller等( 2011) 的研究表明移民态度不能为单
一的劳动力市场位置所预测，其他的社会因素也

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资源摊薄假说”是另一个主流解释框架。

认为移民的到来，势必要分享当地的社会公共服

务、社会保障福利、以及其他各种公共资源，涉及
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养老、贫困救济等领域，也
可能对本地的治安、环境、交通等公共服务和设施
造成压力( Stoker，1992 ) 。这造成两个后果，一是
本地的弱势群体对这些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保障

更为倚重，大量移民的出现将令他们原有福利和

保障的份额缩水、或得不到应有的提升，所以社会
弱势群体会对移民有更负面的态度。二是中产阶
级等较高社会地位的社会成员是本地财政主要的

税源，如果政府过度用税收于保障移民，中产阶级

所付税负的收益将减少、而赋税压力却不断增加。
基于此的预测是，纳税越多的人将越排斥移民。
“资源摊薄假说”对于社会中上层成员的移
民态度的假设并未得到学者们的认同，反对者强

调，虽然中产阶级因为移民的增加而面临税收增

长的压力，但根据劳动力市场竞争假说，移民降低

了低端劳动力价格，中产阶级是受益群体。同时
中产阶级一般受过高等教育，在意识形态上更倾

向于自由主义，更支持自由移民、更少种族偏见，

对移民更有同情心，所以中产阶级和高教育者对

移民将持更包容而正面的态度。

上述两个假说都是在微观个体层面解释移民

歧视的成因和群体差异，他们都遵循经济理性人

假设，强调利益的威胁是产生移民排斥的主要原

因。具体而言，低收入、低教育、低职业地位、非正
规就业或失业等社会经济结构地位较低的社会成

员不仅因为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而且在日常生活

中更受到移民的负面影响，所以将更排斥移民。

而高教育、高收入的群体更对移民持相对正面的
态度( Chandler and Tsai，2001; Haubert and F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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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l，2006) 。
学者们在上述两个理论假说基础上进一步延

伸出“主观感知论”，认为利益和威胁不必一定是
现实的、真实的，可以仅仅是主观感知，只要在当
事人的认知中存在，哪怕是猜测和臆想，也将影响

其移民态度。在大众舆论、新闻传媒、政治宣传
中，外来移民对当地福利的依赖和对社会秩序的

伤害往往被夸大，成为社会问题和政策失败的替

罪羊。受其影响，人们更可能会高估移民的威胁，

进而强化移民排斥( Olzak，1992) 。主观感知论的
另一个延伸性的观点是“悲观预期假设”( pessi-
mism hypothesis) : 如果人们认为经济将要下滑，或
预期自己未来社会经济状况将下降，也会防范性

地产生移民排斥( Kiewiet and Ｒivers，1985; Janus，
2010) 。

2．文化排斥
文化排斥是研究移民排斥的另一个重要范

式。与利益威胁更多是基于个体的经济理性不
同，其源起是 Blumer( 1958 ) 对种族歧视解释的群
体威胁论( Group threat theory ) 和社会认同理论
( Social identity theory) ，分析的单位上升到了社会
群体层面。移民与本地主流群体和文化之间可辨
别的行为习惯、文化习俗差异以及宗教差异，形塑
和强化了社会群体间的边界和认同。在当地人看
来，“我们”和“他们”不仅在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利
上存在冲突，而且移民的涌入在社会规则、文化传
统上也对本地主流文化形成冲击，威胁着本土文

化和价值的保持和延续( Burns and Gimpel，2000;
Sides and Citrin，2007; McDaniel，Nooruddin，and
Shortle，2011 ) ，于是对外来移民的排斥似乎是捍
卫当地传统文化的必然反映。

在相关文献中，文化排斥有强弱两个版本。
强版本直接与民族、国家认同相关联。移民文化
被认为是异族文化，文化排斥以坚守国家认同、传
承民族文化而获得正当性。在表现上，在西方社
会除了肤色相貌，最易辨别的群体边界是语言和

宗教，移民如果对当地语言和宗教的抗拒被视为

缺乏融入的意愿和潜在的对抗( Citrin and Sides，
2008; Alba and Nee，2003; Wright and Citrin，
2011) 。而弱版的文化排斥可以称为文化偏好观
点( Hillman and Weiss，1999) ，强调文化排斥是当
地人维护本地文化的自然反应，特别当本地人感

到外来移民侵蚀当地的公序良俗、社会团结和社
会认同受到威胁时，出于对家乡文化习俗、社会规
范的坚持而自然产生的排斥情绪。基于文化排斥
的预测是，如果外来移民在文化上差异越大，移民

的数量越多和同质性越强，本地人将越感到文化

侵入的威胁，越产生排斥的态度。

在利益和文化之外，许多学者也从其他不同

的角度来解释移民态度的差异，如接触融合假说

是作为对文化排斥说的修正而提出的观点，希望

借助“土客”两个人群的沟通交往，增进了解、降
低敌意、减少排斥。这也是当前外来人口“融入
论”的主要理论依据，但社会交往是否真能增强
理解与包容一直被争议。学者们提出“群间接触
理论”认为接触的正面效应并非无条件的，虽然
群体间的友谊可以降低敌意，而更重要的是本群

对外群的威胁感知，如果外群威胁强烈，群间的日

常接触和消极接触都可能强化偏见和不友好态度

( Kanas etc． 2016) 。也有学者从社区或国家的宏
观层面，分析不同政策、历史传统、经济周期等对
移民态度的影响，因与本文不直接相关，不再赘

述。

超大城市的移民态度研究:指标与现状

西方移民态度形成的理论框架，其核心在于

利益威胁和文化排斥两个解释逻辑。当研究的对
象从国际移民转换到中国新城镇化背景下的国内

移民时，我们有三个议题有待回应和检验: 首先，

鉴于国际移民和国内移民的不同，在经验指标上

应该做怎样的调整。这一问题最突出的挑战是，

如何在同文同种的条件下识别和区分文化认同、

建构文化共同体的指标; 其次，利益威胁和文化排

斥的逻辑在国内移民排斥形成中是否仍然具有解

释力，其强度会有怎样的变化;最后，在中国三十年

改革开放、社会深刻变迁的大背景下，移民态度的
形成又将有何本土特色。对于这些问题，本研究将
尝试以实证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探索和初步回应。

本文所使用的调查数据来自于上海社会科学

院社会学所于 2014 年初完成的“上海市民社会心
态调查”。该调查范围为上海市中心城区，抽样
方式为分层随机入户抽样，调查对象为在沪居住

3 个月以上的上海常住居民，总样本量为 1501
份，其中户籍居民占 78. 5%，非户籍居民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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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5%。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否拥有户籍，被调
查的常住居民在本文中均视为现有城市居民，并

进一步区分为本地人、有上海户籍的和无户籍的
“新上海人”( 第一代移民) 三类。其移民态度是
针对未来的“新移民”的态度，当然这也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折射已经共处一地的土客关系。
在移民态度的量化研究中，最常用的问卷测

量题器是询问: 对于外来移民，您希望是“增加”、
“保持现有水平不变”和“减少”( Espenshade and

Hempstead，1996; Mayda，2005; Citrin et al．，
1997) 。这一测量源于长期民意调查的问卷。虽
然在不同的调查中，措辞、询问方式和选项会略有
差异( 有时也会改为五分量表，如 1994 年的美国
GSS，但在数据处理时通常会合并操作为三类) ，
但语意核心不变，也经常用于时期间和跨国的比

较。参考此设问方式，本文使用的调查数据的问
卷设计如下:

E7．【出示示卡】对于在上海的外地人数量，您希望未来五年有何变化?

( 1) 可以增加一些 ( 2) 和现在差不多 ( 3) 最好减少一些 ( 9) 说不清 /无所谓

结果显示，在所有被访者中只有 4． 9%的上
海常住人口( 包括非本市户籍) 表示“可以增加一
些”，36． 8% 的认为保持现状不变，45． 5% 希望
“最好减少一些”，另外有 12． 9%说不清或无所
谓。整体上表现出移民排斥的倾向。
对此变量进一步的操作是，按惯例删除选择

“说不清或无所谓”的个案，同时对以上三项分别
赋值( － 1，0，1 ) 使之成为定序变量，数值越大表
明对移民越持排斥的态度。这一变量是本文核心
的因变量，有效回答的个案数为 1308 人。
在考虑多元变量分析之前，这里首先想呈现

的是不同人群移民态度的差异。具体地说，户籍
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之间，户籍人口中的本地人与

移民( 新上海人) 之间是否存在移民排斥的程度

差异。这也就设涉及本研究最主要的指标设
计———对文化认同的操作测量。抽样调查是在上
海实施的，所以对上海本地文化的践行和认同是

测量文化归属的核心。本研究首先以是否拥有上
海户籍作为制度分割的指标，对于已经拥有上海

户籍的人群，再以其母语是否为沪语来区分是否

在上海文化中成长及其文化认同。据此将上海常
住人口区分为“上海户籍，且沪语为母语”( 多为
出生在上海，至少为第二代移民或世居) 、“上海
户籍，沪语非母语”( 多为第一代移民的新上海
人) 和“非上海户籍”三类人群，以其作为本地文
化认同的指标，且程度依次递减。
表 1 显示了不同文化认同群体在移民态度上

的差异。移民态度状况是直接计算移民排斥赋值
的均值表示，取值在 － 1 与 + 1 之间，均值越大越

具有移民排斥。从表一的均值报告上非常清楚地
显示出，越是认同上海本地文化的群体，对外来移

民的排斥感越强。而且从标准差的数值看，认同
本地文化的人群，在移民排斥上的内部态度差异

度也较小。表 1 最后一栏是对移民排斥的群体间
显著性检验，以有上海户籍但母语非沪语为参照

组，均值差异检验均显著。说明至少在描述统计
的层次，文化排斥理论在上海居民的移民态度形

成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对上海本地文化的

情感、践行和认同，对移民态度有显著的负面效
应，文化排斥假说成立。下一步的工作是运用多
元统计技术，考察利益威胁理论在各个群体是否

成立。

表 1 文化认同与移民排斥

均值 标准差 样本数 均值差异检验

上海户籍，且沪语为母语 0． 664 0． 525 657 T =6． 747＊＊＊

上海户籍，沪语非母语 0． 431 0． 579 404 ( 参照组)

非上海户籍 0． 000 0． 556 247 T =16． 668＊＊＊

合计 0． 466 0． 601 1308

利益威胁与移民排斥:模型的分析

因为因变量是定序变量，本文模型选用定序

逻辑回归( Ordinal － logit Ｒegression) 。模型分析
的策略是在三个文化认同的子群体中分别建立检

验利益威胁的移民排斥模型，以检视该理论的适

用性并比较人群间的差异。这一分析策略可以避
免混合异质人群所导致的统计结果含混不清。在
控制当地文化认同的情况下，揭示不同群体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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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态度形成中可能的过程和不同机制( 见表 2) 。
在模型自变量方面，本文首先考虑了两组变

量。第一组是常规社会人口学控制变量，包括年
龄、性别和教育。本文这些变量是作为控制变量
纳入模型，但在一些移民研究中，它们有时也作为

社会地位的指标进入模型。如老年人和女性，因
为处于相对弱势的市场地位，同时老年人可能对

本地文化有更深厚的感情，预期均将有较强的移

民排 斥 ( Quillian， 1995; Chandler and Tsai，
2001) 。为捕捉可能的曲线效应，模型也放入了年
龄的平方项。根据已有文献，年龄性别的效应未
得到一致而稳定的结果，本文仅作为控制变量不

做过多解释。再如上文所述，已有研究对文化程
度对移民态度得到了较为一致的结果，即文化程

度越高，相对职业技能越高，越得益于移民低端劳

动力的服务，也在政治态度上越倾向于自由主义

原则，对移民更为开放和包容。因为本文不涉及
意识形态的区分，故也仅将教育年限作为控制变

量放入模型。

表 2 利益威胁的移民排斥模型( 定序逻辑回归)

上海户籍

沪语母语 非沪语母语
非上海户籍

性别( 男 =1) 0． 409* － 0． 144 0． 202

年龄 0． 121* 0． 063 － 0． 009

年龄平方 /100 － 0． 155* － 0． 061 0． 025

教育年限 0． 050 0． 003 0． 010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自评) －0． 285* － 0． 141 － 0． 083

家庭收入对数 －0． 275* － 0． 092 － 0． 057

年个税超过 1 千 －0． 619＊＊ －0． 144 0． 378

临界值( 移民态度)

可以增加 －4． 005* － 2． 811 － 2． 089

保持不变 －1． 108 0． 415 1． 329

拟 Ｒ方( Cox and Snell) 0． 048 0． 017 0． 010

样本量 657 404 247

注: ! : P≤0． 1，* : P≤0． 05，＊＊: P≤0． 01，＊＊＊: P≤0． 001。

第二组变量是以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直接测量

利益威胁程度的三个指标。根据利益威胁假说，

无论是劳动力市场竞争还是社会资源的摊薄，实

际或相对受损效度较大、受损感知更为强烈的均
为社会中下阶层群体。所以本文从三个方面对被
访者的现实社会结构位置进行测量，一是自评家

庭社会经济地位，是从“下层”到“上层”的五分量

表，数值越大自评地位越高。二是家庭实际收入，
取自然对数。三是个人纳税情况。现实生活中人
们对间接税缺乏认知，这里直接询问的是“个人
所得税”，估计有大量小额纳税者有遗忘忽略的
情景，按实际填报数额计算反而不够准确，所以设

置年纳税一千作为标准，区分出有实质纳税负担

感知的人群( 占全体样本的 24． 1% ) 。按利益威
胁假说的预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家庭收入

越高，将越不具有移民排斥; 纳税人群如作为较高

收入的另外一个测量指标，将对移民更包容。但
如纳税人认为政府滥用资源于移民，就将对移民

有更负面的态度。

表 2 报告了利益威胁对移民态度的模型非标
准回归系数及其检验。结果显示，对于上海本地
文化较少认同的两类人群( 第一代移民为主的

“非上海户籍”和“上海户籍但非上海母语”) ，控
制变量和测量利益威胁的各项指标均不显著，模

型解释力极差。这说明对于第一代移民而言，自
身的现实社会结构位置对其移民态度影响不大，

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主观的威胁感知的影响。
对于“上海户籍且母语为沪语”的人群，推测

他们成长于上海、应该至少为第二代移民。不同
于上两类人群，他们对上海有较深的文化认同和

城市归属感。在单列这一群体的模型中，我们可
以进一步检视在文化排斥之外，对于这一群体利

益威胁是否对其移民排斥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表二的第一列是该群体的模型结果报告。不
同于母语非沪语的外来移民，客观社会经济结构

位置显著地影响了其对移民的态度。具体而言，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对外来移民的排斥越小，

系数为 － 0． 285，意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上升一级
的话，认为移民态度倾向负面态度的优比下降幅

度约为四分之一②。另外两个社会经济结构位置
指标的影响模式相同，当家庭收入上升，或纳税超

过一千元，他们对外来移民的排斥性均有明显的

下降。
小结已有的经验结果。首先，不同文化认同

程度的群体表现出明显的文化排斥差异: 上海户

籍且沪语为母语的群体表现出最强烈的基于文化

的移民排斥，上海户籍非沪语母语的其次，非上海

户籍的移民排斥不明显。第二，将三个不同文化
归属人群分开，以社会经济结构位置指标检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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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威胁假说: 上海户籍且沪语母语群体效应明显，

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对移民排斥越小; 而其他两个

群体均未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移民态度的影响。

过去与未来:利益威胁感知的时间维度

如上文提及，利益威胁可以是主观的感知和

判定，并延伸出“悲观预期假设”，将利益威胁的
感知拓展到未来的时点。受其启发，本文将被访
者的主观经验进一步拓展到过去，在时间轴上包

括过去和现在两个时点。分别询问过去利益受损
状况和对未来 5 年情况的预判。具体问卷题器
是:

C4．总体来讲，您觉得自己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是获利还是利益受到损害?
( 1) 获得很大利益 ( 2) 获得一些利益 ( 3) 有得有失，总体持平
( 4) 利益受到一些损害 ( 5) 利益受到很大损害 ( 6) 难以回答
B27．您估计，5 年后，您家的生活水平与现在相比将会:
( 1) 上升很多 ( 2) 略有上升 ( 3) 没有太大变化 ( 4) 略有下降 ( 5) 下降很多

在纳入模型时，过去利益状况删除选项“难
以回答”，然后两变量均以定距变量形式纳入模

型。同表二分析策略，区别三类文化认同人群分
别计算模型，得到表 3 如下。

表 3 利益威胁的移民排斥扩展模型( 定序逻辑回归)
上海户籍

沪语母语 非沪语母语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非上海户籍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性别( 男 =1) 0． 283 0． 393＊＊ 0． 278 －0． 147 －0． 173 －0． 174 0． 167 0． 226 0． 191
年龄 0． 094 0． 115＊＊ 0． 090 0． 064 0． 065 0． 065 0． 002 －0． 040 －0． 029
年龄平方 /100 －0． 129! －0． 150＊＊ －0． 126! －0． 062 －0． 063 －0． 063 0． 012 0． 062 0． 050
教育年限 0． 009 0． 048 0． 009 0． 004 0． 002 0． 002 0． 007 0． 003 0． 000
家庭社会地位( 自评) －0． 173 －0． 243＊＊ －0． 152 －0． 136 －0． 060 －0． 059 －0． 069 0． 011 0． 023
家庭收入对数 －0． 167 －0． 275＊＊ －0． 166 －0． 083 －0． 055 －0． 052 －0． 054 －0． 016 －0． 014
年个税超过 1千 －0． 198 －0．597＊＊＊ －0． 189 －0． 121 －0． 061 －0． 053 0． 420 0． 434 0． 473
过去利益受损状况
( 1很大利益，5很大损害) 1．035＊＊＊＊ 1．023＊＊＊ 0． 060 0． 023 0． 176 0． 165

未来 5年生活预期
( 1上升很多，5下降很多) 0． 257! 0． 157 0． 373＊＊ 0． 370* 0． 521* 0． 515＊＊

临界值( 移民态度)

可以增加 －1． 472 －3． 438* －1． 147 －2． 536 －1． 412 －1． 316 －1． 417 －1． 007 －0． 391
保持不变 1． 601 －0． 538 1． 925 0． 692 1． 838 1． 934 2． 012 2． 468 3． 095
拟 Ｒ方( Cox and Snell) 0． 136 0． 053 0． 138 0． 017 0． 029 0． 030 0． 014 0． 029 0． 032
样本量 657 657 657 404 404 404 247 247 247

注: ! : P≤0． 1，* : P≤0． 05，＊＊: P≤0． 01，＊＊＊: P≤0． 001。

对于三类不同的文化群体，先看第一栏是上

海本地人( “沪语母语的上海户籍人口”) 。模型
1 在表二基础上增加的“过去利益受损状况”，该
变量显著性水平很高( P≤0． 001) ，系数为 1． 035，

转换为优比高达 2． 815 倍。说明对于上海本地人
而言，越是感到在改革开放过程获利不多、甚至利
益受损的群体，他们将极大地增加对外来移民的

排斥。需要注意的是，当模型放入“过去利益受
损状况”后，原表二社会经济因素变量显著性基
本全部消失，即测量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均

失去了预测力。这说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指
标与改革收益评估有较强的相关，即那些现在处

于较高社会经济水平的人群更多认可自己在改革

开放过程中收益，也正是这些过去受益的人群对

外来移民有较为开放、包容的态度，而那些自认为
在过去未更多得益甚至利益受损的人群，对外来

移民在态度的排斥非常强烈。

这一经验结果在理论上有重要的意义。首
先，它在经验结果上否定了客观现实利益的威胁

是上海本地人排斥外来移民的主要原因; 其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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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上打开了一个新的解释空间，即对过去利

益，而且可能主要是与外来移民无关的政策变动

中得益、受损的感知，是现在移民排斥的主导因
素。这我们将在讨论部分再行论述。

在本地人一栏的模型 2，增加“未来 5 年生活
预期”变量，结果并不十分显著，原表二的客观社
会经济地位的显著性基本不变。最后模型 3，同
时放入“过去利益受损状况”和“未来 5 年生活预
期”进行稳健性考察，结果类似模型 1，说明模型 1

得到的经验结论是可靠的。

对于后两类人群的“新上海人”，即非沪语母
语，无论有无上海户籍，其移民态度的模式是相同

的。在表二中，他们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
均不显著。在模型 1 加入“过去利益受损状况”

变量不显著，模型 2 加入“未来 5 年生活预期”，

无论有无上海户籍均显著。表明对这两类人群而
言，过去利益状况不是他们移民态度的成因，而对

未来状况的预判成为其是否排斥移民的主要原

因。如果预判以后的生活将日益艰难，他们会对
移民有更为排斥的态度。模型 3 再次确认，他们
对未来的预期是其移民态度的主要解释变量。从
系数上看，无户籍的“新上海人”受未来预期的影
响更大，原因可能他们在工作稳定性和生活水平

上劣于有户籍的新上海人，更容易受到外来移民

的冲击。

小结表三的经验发现是，对于上海本地人的

移民态度，很大程度上受到对过去的利益得失评

估影响; 而“新上海人”则取决于对未来生活状况
的预判。

文化与利益:整合的模型

上述模型把人群分为三类，目的是控制文化

认同的影响。虽然在描述统计的表一已经呈现文
化排斥的存在，但仍然有必要以全体样本为基数，

在控制已有变量的前提下，确认文化排斥的存在

及其独立性。表四即为总样本的回归分析全模
型。

表 4 模型 1 仅包含控制变量和文化认同的测
量，以非上海户籍为参照组。结果正如移民文化
排斥理论所预期，随着上海本地文化认同程度的

下降，三类人群的移民排斥依次上升。最强的是
沪语母语的本地人，其次是有户籍的非沪语母语，

最弱的是参照组( 非沪语母语且无上海户籍) 。
这一文化排斥的强度模式，在模型 2 加入社会经
济地位指标、模型 3 加入过去利益受损和未来预
判状况之后，无论在强度和显著性水平上均无明

显变化。
表 4 的经验结果再次证实，即使在控制了表

2、表 3 的社会经济客观位置或主观的利益感受
后，文化排斥对移民态度始终存在稳定、独立的影
响。文化排斥假设得到了经验数据的有力支撑。
表 4 移民排斥全模型( 定序逻辑回归)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性别( 男 =1) 0． 147 0． 161 0． 096
年龄 0． 035 0． 082* 0． 076 !

年龄平方 /100 － 0． 042 － 0． 098 ! －0． 094 !

教育年限 0． 004 0． 018 0． 009
家庭社会地位( 自评) －0． 200＊＊ －0． 100
家庭收入对数 －0． 153 ! －0． 095
年个税超过 1 千 －0． 248 ! －0． 005
利益受损
( 1 很大利益，5 很大损害) 0． 526＊＊＊

5 年后生活水平
( 1 上升很多，5 下降很多) 0． 260＊＊

文化认同

沪语母语 +上海户籍 2． 365＊＊＊ 2． 456＊＊＊ 2． 419＊＊＊

非沪语母语 +上海户籍 1． 468＊＊＊ 1． 467＊＊＊ 1． 361＊＊＊

临界值( 移民态度)

可以增加 －0． 813 － 1． 581 0． 802
保持不变 2． 360＊＊ 1． 622 4． 075＊＊＊

拟 Ｒ方( Cox and Snell) 0． 166 0． 185 0． 215
样本量 1308 1308 1308

注: ! : P≤0． 1，* : P≤0． 05，＊＊: P≤0． 01，＊＊＊: P≤0． 001

结论与讨论

在快速新城市化浪潮下，外来移民与本地居

民出现了新“土客”之争，已有研究多围绕户籍制
度改革和外来移民融入展开，而“土客”之争中另
外一个主体———本地居民———的态度则是被忽略
的。当前关于融入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本文试
图呼吁的是，本领域的研究重心应适时从“融入”
研究转向“接纳”研究。这不仅是因为市民接纳
是土客关系重要的关系主体之一，而且政府决策

的一个重要考虑是当地居民的民意诉求。地方政
府对于户籍制度改革和外来人口政策的制定和操

作，在很大程度上要顾及本地居民的民意态度和

利益诉求。换而言之，看似地方政府与外来人口
的矛盾，实质更多仍然是土客之争。在此，对本地
居民简单的公民权宣讲，或是粗暴的道德谴责均

无益于问题的解决。深入描述、分析和理解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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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的移民态度是化解土客矛盾的重要基础。
本文借鉴西方移民态度理论，对上海这一超

大城市居民的移民态度做了分析。经验数据结果
表明，基于土客文化认同和差异而导致的排斥稳

定而强烈，但以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为指标的现实

利益排斥则并不显著。当进一步将利益的主观感
知按时间维度延伸，发现不同时间方向延展对不

同人群的移民态度有重要作用。对于本地人而
言，过去的利益是否受损决定了他们排斥移民的

程度，而对于母语非沪语的已定居移民( 无论是

否有户口) 对未来生活的消极预判会使他们对后

来的移民更为排斥。

这一发现与现有理论并不完全相符: 一方面

它支持了文化排斥假说，但未支持客观利益威胁

假说。如上文提及，利益威胁可以是主观的感知
和判定，更进一步延伸出“悲观预期假设”。在这
个意义上，已定居移民的态度符合“悲观预期假
设”，如果对未来持更悲观预判的移民态度更排
斥，反之更包容。但另外一方面，对于母语为沪语
的本地居民而言，影响移民态度的不是当前或未

来源于移民的利益威胁，而是改革开放过程中是

否获益或受损的判断。它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与移
民无关，是近二三十年来经历的总体感知，是长期

积聚的社会情绪，是一种“受挫怨恨”，即社会成
员在既往的生活经验中更多感受到的是利益受

损、社会不公又改变无望，只好消极忍耐，这样的
受挫经历会集聚对社会、对他人的防范和排斥心
态，而外来移民作为“入侵”的他者群体，极易成
为情绪宣泄的目标。

以上经验研究结果的价值在于:

首先，利益威胁不仅可以是主观的，而且在时

间轴的两端———过去与现在———的利益威胁状况
或预判，均可能会对移民态度造成影响。这一假
设拓展了“悲观预期假设”，不但认可了对自身未
来经济状况的预估会影响其移民态度，而且强调

个体过去的经历，特别是过去所遭受的利益受损

和不公正经验，也会对其移民态度造成影响。
其次，过去的利益受损经验，其含义不仅包括

对移民涌入所造成的利益竞争的感知，还包括在

社会整体社会不平等环境下，社会成员所感受到

的利益受损、社会不公、投诉无门等受挫经历，并
在此基础上所积累的社会性怨恨情绪( 刘能，

2004) 。
改革开放后，急剧的社会变迁和利益调整不

可避免地对部分民众的利益造成伤害。当这种伤
害不能被制度所及时调整，数量上不断积累，将带

来心理上普遍怨恨的产生。本研究的经验资料表
明，在研究移民态度时，不仅需要考虑移民本身带

来的物质利益的威胁和基于文化认同的排斥，还

需要将更宏观历史的视野，将移民态度视为更广

泛的社会心态的子议题，结合三十年来改革开放

下民众的心路变迁，才能更深入地理解本地居民

的移民排斥。本文提出这一“受挫怨恨”命题，其
意义也正在于此。

①中国历史上曾有“土客冲突”一说，土、客两词，是对当地不同

族群按到来的先后进行的区分，本文借用这一说法来简化地

指称今天城市中的本地户籍人口与外来非户籍人口这两大

群体。

②模型系数换算优比( odds ratio) 的计算方法: exp( － 0． 285 ) ≈
0． 752，下降约 25%。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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